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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    《文化研究》第十八期（2014年春季）：210-216

被動回歸與公民社會的危機

Passive Return and the Crisis of Civil Society

羅永生

Wing-Sang Law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結束了一百五十多年的英治階段，成

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底下的特別行政區。由1982年中英草簽聯合聲明，

鐵定香港「回歸」的政治命運算起，前後經歷了超過三十年的時間。

三十年前，北京以「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作為口號開始，為未來的

香港許下各種承諾，並制定了一部「基本法」。可是自1997以來，中

共不斷對香港加強控制，人們對一國兩制的實施及基本法的效用日漸

產生懷疑，中港矛盾日益加據，於是在部分香港人中間孕育出對英治

時期的懷愐心情。這種心情的出現與香港整個「回歸」過程並沒有經

歷對殖民經驗真正的批判有密切的關係。

一、勾結殖民的形成

英國以殖民方式管治香港150多年，為這個城市留下極其複雜的

遺產。要了解香港，應先從它複雜的殖民性入手。香港原是一個名不

見經傳的小漁港，在割讓之後漸次發展成殖民商埠。開埠之初，英人

助力那些為清廷排斥的華裔沿岸遊民，雖然原本打算施行華洋隔離的

殖民管治，但後來更多在東南亞一帶活躍的華人對在香港發展貿易，

甚感興趣，於是蜂擁而至。統治的英人和華人之間漸次發展出相互合

作的勾結管治模式 (collaborative rule)。這種以商埠作為貿易跳板的殖

民模式，目的並不在於剝削本地本已匱乏的資源，而是要發展它為商

貿活動的基地。它將商港的開發、城市基礎建設等，作為它推行的殖

民現代化計劃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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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殖民體制，雖然依附於一個英國總督擁有差不多是獨裁權力

的體制，也存在廣泛的種族歧視狀況，但體制所要建立的是鞏固有利

商業運作的法治體制和商業管理模式，使得利益為華洋各族共享。這

種筆者稱之為「勾結式殖民主義」的殖民形態，對香港社會的文化性

格帶來深遠影響。它將整個社會屈從於功利計算、效率至上的工具理

性價值，以此作為它唯一的信仰原則。但除此之外，在這塊殖民地之

上，並沒有明顯的大英帝國改造香港人文化認同的計劃，也沒有給予

一般市民發展民主政治的平等權利。英國殖民官壟斷政治大權，與被

挑選的華人合作者(c o l l a b o r a t o r s)共同分享利益。香港人受到普通法

(Common Law)保障的基本自由，但殖民政府也嚴防各種挑戰政權的

潛在威脅，在教育、文化及社會事務管理上長期執行剛柔並用的「非

政治化」政策，一方面是文化上的不干預，另一方面也在不同時期選

擇性地箝制民權和反政府活動。

這種獨尊功利商業理性為霸權的「殖民現代化」歷程，要確保一

切都在殖民政權的駕馭的勾結統治框框底下，靈活而實用主義地利用

一切可用的文化資源。例如，二十年代在總督金文泰領導下，為了防

範五四激進主義自北南來，威脅殖民政府的穩定，更刻意地自行壓抑

華人從教育中習得英國自由主義的機會，反而鼓吹被中國五四運動所

唾棄的舊中國文化，阻礙了香港現代公民社會的成長與文化革新的步

伐。自由主義文化只能局限在少數上層的華人精英之間，形成一種學

舌式的紳士文化，卻沒有讓自由主義者成為挑戰政治及文化現狀的資

源，甚至讓封建保守主義繼續在華人社會生根盤據。

不過，實用主義的殖民管治，亦同時令得英國人自我約制他們

對香港文化活動的干預。所以  ，對近代中國兩大政黨（國民黨和共

產黨）在香港推動的政治及文化活動，大致上並無禁絕排斥。而在二

戰結束之後，香港成為一個難民社會，社會因冷戰期間國共對抗而撕

裂。逃難心態亦使不少香港人寧可作殖民順民，遠離政治。除卻富有

華商繼續與殖民政權建立共謀互賴的利益關係，「愛國資本」則選擇

靠攏中共，報效祖國。在這種情況下，本土政治並沒有其他內容。 在

這情況下，與表面上的放任自由相伴隨的，是一個政治低度發展的

被動回歸與公民社會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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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治化」社會。大部分在香港土地上發生的政治，都是源於外來

力量或者延伸的意識形態所推動。在熱鬧而相對開放的政治爭持下，

本地社會卻是非常被動，欠缺主體性的「非政治化」，致使公民社會

的發育、公民意識的提升十分緩慢。

二、解殖的難產

六七年是一個重要的轉折，親中左派借工潮一度發起「反英抗

暴」的流血暴動，香港社會各種矛盾暴露，殖民體制方首次受到真正

挑戰，但因極左路線和過度暴力而全盤失敗。七十年代，各種非由中

共操縱的激進社會抗爭浮現，逼使港英政府開始「非殖民地化」計

劃。一方面下放權力予華籍公務員，推行公務員本地化計劃，吸納部

份本地青年菁英，另一方面推動教育和社會服務，在殖民體制下實現

現代治理，目的是為英國最終撤出香港作準備。可是，由於這種種

「非殖民地化」的部署是由殖民政府主導，並非由本地人積極參與的

反殖民運動所帶動，它只著重於使殖民制度轉化成「有效率管治」的

制度，並首要照顧曾被英人籠絡的華人統治階層的利益，並不旨在下

放權力予社會，彰顯和建立受殖民管治人民的主體性，使他們重掌失

去的民主權利。

80年代中英談判香港前途，主權決定移交中國，雙方共識是「平

穩過渡」，而民意主流亦是基於冷漠和被動的心態。在「維持現狀」

的願望不能實現的情況，卻又擁護保持一切不變。中英談判的過程保

密，嚴拒任何香港代表的參與。後來基本法的起草，中方亦只聽任少

數被委任的香港既得利益階層代表。於是，原殖民體制的框架被保留

下來，美其名為「行政主導」。這種設計不觸及、不動搖、不改變原

來的殖民權力分配格局。只是在高度自治的名義下，可以掌握殖民治

術的舵手是新的宗主國中國。雖然「回歸」的理念建基於民族主義追

求國家整合和統一的理想。可是，「回歸中國」卻並不按「民族國

家」中一切國民擁用平等權利和義務的的「國民國家」的理念而行，

而是潛在地將北京政權視為僅僅是一個新的宗主國。而「宗主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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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在九七後亦大行其道。親北京人士亦朗朗上口，默認這種乃新的

殖民關係。

在沒有香港人參與的回歸安排下，香港在1997經歷的不是解殖

過程的完成，而是「被動的回歸」。香港人並沒有經過反思批判，行

使自由的選擇去決定自己的未來。文化上，百多年錯綜複雜的殖民經

驗被一筆抹煞，換來中共版本的愛國主義宏大論述，要求重塑香港人

的文化認同，重新學習做「愛國愛港」的「中國人」。中共以愛國主

義的名義代理香港人的解殖事業，脫離本地實際經驗，反而挑起部分

香港人愈來愈強烈的對殖民文化的懷舊依戀，更感到在新的國族架構

下，舊的不公義給延續下來，改頭換面之後其實是新的一套  （類殖

民）宰制關係。

在2003年香港人因為抗議23條立法，參加了史無前例的大遊行

後，中央更收緊對香港政策，不惜以「人大釋法」箝制民主改革步

伐，更以君臨之姿，全面加強對香港社會各界的統戰組織和籠絡工

作，伸手改造香港的公民社會，以大量資源建構愈來愈強的「愛國愛

港」陣營，介入傳媒、文化、教育各界，經營社區公益團體、宗族、

同鄉、居民組織，無孔不入，介入及試圖操控大小選舉的結果，正漸

步邁向建成一種國家統合主義(state-corporatism)。

三、虛擬自由主義

不過，在新舊殖民主義之間，香港並不缺乏自身的反抗運動。

七十年代，香港土生土長的新一代受到世界性青年激進主義思潮的影

響，開展了獨立於國共雙方的青年運動、學生運動，社區運動，在關

心中國事務的同時向本地的殖民現狀提出質疑和挑戰。八十年代因為

前途問題激發廣泛的政治意識覺醒，發展成推動香港民主改革的民主

運動，爭取實現基本法所承諾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多元議題的社

會運動團體紛紛成立，百花齊放。不少論政團體後來更進一步組成大

小政黨。九十年代因受中國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事件的震盪，「民主

被動回歸與公民社會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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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共」意識增強，市民通過選票表達對親中建制的不滿，形成持續批

判建制的「民主派」。這是香港人政治意識的一大飛躍。

但是，晚殖民時期急就章的民主改革，只是一個鳥籠式的民主試

點。英國沒有給予人民建立可以反映自己意志的立法機關，中國也反

對他們眼中會危及社會穩定的民主改革。但香港的反對運動並沒有成

熟起來帶領有力的反對運動，而是在鳥籠當中，汲汲於煞有介事的議

會選舉遊戲。主張重點放在議會選舉工作的「泛民派」政客、以從政

為主要目標的政黨，與主張走民間抗爭路線的社運分子及團體，關係

也日益緊張。因為民主政客往往並不積極於經營及發展社運，而是利

用社運機會累積個人政治業積。為求爭取與官僚交換與合作，民主政

客亦每每採取較溫和手法，著重談判協商而非抗爭。政治人物淪為被

動民眾的代理人，群眾並不能發展自身的主體性。此外，泛民黨派亦

被指默守成規，只關心在一個實質上只有部分民主，並沒有實質影響

大政方針能力的議會內工作，以政治為一己仕途，卻沒有帶領民主運

動取得實效進展的領導能力。在這些不同的批評下，泛民派日漸被不

滿的群眾及社運分子視為推動民主運動的障礙。

2003年因為23條（國家安全條例）立法和沙士危險，導致超過

五十萬人上街示威，首屆特首亦因而下台。香港市民的政治主動性大

幅提升，可是，民主派未能把握機會爭取更快的民主改革。大遊行的

後續影響只在如雨後春筍地發展的自發新社運小團體中找到。這些新

一代的政治力量對親中建制不滿的同時，也猛烈批判泛民主派，種下

日後激進政治組織「社民連」的興起，及2009年因一個策劃變相公投

影響政改方案的運動 （即所謂「五區公投」）失敗而導致的泛民大分

裂。泛民派的嚴重分裂呼應著香港「一國兩制」在過去幾年急速破產

的趨勢，象徵著八十年代回歸方案簽訂以來香港社會與政權之間默許

的共識破滅。

這套共識筆者稱之為民主派恪守的「虛擬自由主義」，亦即明知

體制並非建基於自由主義的鞏固憲政基礎之上，但仍然以假當真的按

一套有如教科書般循規蹈矩的方式，不斷操演同一套民主儀式，儼如

憲政自由主義是真實存在著。虛擬自由主義也可用作描述一套香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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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十年來的政治文化，在政治行動中，泛民所領導的運動盡量「優

雅」守禮，顯露至「文明」的公民素質，嚴拒民粹主義，激進主義，

堅守所謂「和（平）理（性）非（暴力）」。不過，泛民分裂終結了

這套虛擬自由主義共識，社會上不斷上演反對派陣營和新親建制力量

的激烈對抗。泛民被狠批，社運人士也被新激進分子狠批。反對派內

部群龍無首，內鬥分裂不斷上演。

四、公民社會的危機

在有限和片面發展的殖民現代性下，香港公民社會建立在虛浮的

基礎之上。它在過去三十年的發展，是以中英共同恪守給予香港高度

自治為前提的。但當前中共用「以我為主」的態度處理香港，一國兩

制和高度自治並不兌現。過去形成的虛擬自由主義社會共識瓦解，相

伴隨的公民文化不足以規範社會運動，帶領民主改革。整個社會呈現

不斷的分化和對抗。

大體來說，香港目前存在的挑戰主要有三方面：一、新殖民統

合主義主宰大局，公民社會各個陣地失守。例如本來是一向以來離開

中共影響力比較遠，甚至有某種反共傳統的基督教會，最近十年卻滋

生出愈來愈強的文化保守主義和政治保守主義，橫移美式「基右」模

式，並加以本地改造。他們主動向自由主義攻擊，部分更積極投入

「愛國愛港」的親建制陣營，使教會成為一種新興的親建制力量。他

們的力量也不只在於教會內部，也間接透過他們組織的學校和慈善機

構，成為一種「維穩」力量，宣揚既是文化也是政治上的保守主義。

二、部分社運團體為建制的統合主義所籠絡和吸納，漸次退化為非政

治化的利益團體，被保守的社工專業所規訓，成為建制附從。三、近

年興起的較有批判性的青年社運組織則囿限於自發主義的多元社運想

像，敵我意識薄弱，較不重視建立團隊，未能在錯綜複雜的政治環境

下尋求最大團結，集中力量擴大人民自主空間。四、在溫和手段成效

不彰的情況下，部份激進分子投身極端主義、心態日益虛無、放棄道

被動回歸與公民社會的危機



216

文化研究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德底線。以激進姿態出現的犬儒主義者，對英治文化一知半解，一方

面毫無基礎地懷緬殖民時代，高舉英殖旗幟，卻又全力摧毀英治帶來

僅有的自由主義遺產，推動破壞多於建設的極右民粹主張，讓投機主

義乘虛而入，無法真正走出一條捍衛本土自主的公民自強道路。

總的來說，香港當前面對的危機是一場複合的危機，是一場延擱

了三十年尚未解決的「解殖未完成」的危機，也就是香港在1997年被

動地走上「回歸」歷程，卻無法自一百五十多年來建立的獨有殖民體

制及殖民政治文化走出來，建立屬於此地人民的政治及文化主體性的

困局。任何走出此困局的嘗試，如果不從香港獨殊的殖民經驗出發，

並作辯證反思，都只能是葯石亂投，離開主體性之路愈走愈遠。


